第3章 非國有企業在中國大陸經濟中的地位
3.1  非國有企業的定義

    根據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經濟分為不同的類型。大陸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佈的《關於經濟類型劃分的暫行規定》，總體上將大陸的經濟類型分為八種：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聯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台投資經濟。上述經濟類型的劃分，主要是按所有制的性質劃分的。

也有人將經濟劃分為單一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經濟。單一的所有制經濟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混合所有制經濟包括股份制經濟、聯營經濟、外商投資經濟（獨資除外）、港澳臺投資經濟（獨資除外）等。

從社會制度角度，將經濟劃分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以及混合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等。其中，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聯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台投資經濟均屬於非國有經濟。本文中的非國有企業包括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聯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台投資經濟等經濟類型的企業。

根據1995年大陸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資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大陸的所有制結構現狀為：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競相發展。從工業產值看，國有工業、集體工業和其他工業大體上各占1/3，在其他工業中，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占一半，“三資”企業和各種股份制經濟占一半。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同時，鼓勵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並在共產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進一步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研究大陸非國有企業的現狀及其發展，對促進大陸改革開放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3.2 非國有企業的地位及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非國有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節節上升，日益成為帶動大陸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到1998年底，大陸工業經濟結構已形成國有、集體、其他經濟類型共分天下的局面，在其他經濟類型中，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與三資企業、股份制經濟又各占一半。非國有經濟飛速發展。表3.1、表3.2比較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企業單位數與工業總產值的統計。以下再說明：

第一、增長速度明顯快於國有經濟。從1978年到1998年，集體工業、城鄉個體工業、三資工業和股份制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9.5%、56.5%和46.3%，均大大高於國有經濟年均7.5%的增長速度。

第二、工業經濟增長中非國有經濟的貢獻巨大，所占比重明顯上升。1997年與1978年相比，在工業經濟增長總量中，國有經濟的貢獻率為23.5%，非國有經濟的貢獻率高達76.5%。國有經濟在工業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也由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7年的25.5%，非國有經濟則由1978年的22.4%上升到1997年74.5%。截止到1998年末，大陸非國有企業數目已達799萬戶，其中集體企業179萬戶，占22%；外商投資企業6萬戶，占1%；個体企業603萬戶，占76%。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所下降，非國有企業的比重逐年上升，1978年非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為22.4%，1990年為45.4%，1995年為66.0%，1998年為71.8%。

由上述資料可知，非國有企業已成為國民經濟中最具活力的經濟成分之一。它不僅在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繁榮市場，方便人民生活，為大陸提供財政積累等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吸納了大量社會閒散人員和下崗職工，為社會的穩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其在國民經濟的地位，以下說明四點：

（1）在工業總產值的地位。由表3.3可知，從1978-1998年，非國有企業對工業總產值的貢獻呈逐年遞增趨勢，由1978年的22.4%增長到1998年的71.8%，增長了49.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全國約70%的工業總產值是由非國有企業創造的。

（2）在社會消費零售額的地位。1978-1998年，非國有企業實現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占全國的比重逐年上升，從1978年的45.4%上升到1998年的79.3%，提高了33.9個百分點。具體情況見表3.4。其中個體經濟占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1/3強，遠遠超過國有、集體、合營及其他經濟成分的企業。
（3）在固定資產投資的地位。1998年，非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45.9%，略低於國有企業，如表3.5所示

（4）在就業的地位。從大陸開始進行再就業工作以來，非國有企業就是解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的重要渠道。據不完全統計，自1994年以來，上海個體私營企業共吸納13萬名下崗職工；湖北大約24萬名下崗職工在個體私營企業中就業，占全省下崗職工的1/3；山西省16萬名下崗職工在非公有制企業獲得就業崗位；江蘇省1999年上半年就安排10萬名下崗職工在個體私營企業再就業；瀋陽市非國有企業近幾年來共安置下崗職工近20萬人，僅1999年就安置了4.8萬人。

如表3.6所示，大陸個體從業人員平均增長13.6%，私營企業增長29.79%，外資企業增長22.55%。非國有企業中除集體企業外，從業人員年均增長速度都高於全國從業人員年均增長速度（2.64%），其中私營企業的增長速度位居第一，外資企業列第二位。從發展趨勢看，這些非國有企業在吸納勞動力就業方面仍有較大潛力。
3.3 非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角色

長期以來，不少人認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與國有企業的發展是對立的。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影響和衝擊國有企業，產生此消彼長的結果。浙江經濟發展的經驗說明，國有企業與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既相互競爭，又相互依存。國有企業通過擴散產品、技術和設備，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則為國有企業融入市場經濟、加快自身的改革和發展起了有力的促進作用。本章將以浙江省為例，具體闡述非國有企業在國企改革中的角色地位。

    （1）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較早發展，促使國有企業較早地走向市場與改革。浙江省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起步較早，獲得先發性體制優勢，與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個體私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使浙江省國有企業較早地面臨市場競爭的壓力，較早地樹立了市場意識、競爭意識和危機意識，較早地面向市場尋求出路、進行改革。個體私營經濟與市場經濟存在著天然的聯繫，它們有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營機制、市場觀念、創新意識、用工和分配制度等，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促進了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經營機制的轉換。
    （2）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為國有企業資產流動重組和剩餘人員下崗再就業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成為培養人才的來源。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加快了民間資金的積累，湧現了一大批具有產品、技術、市場優勢的企業，為國有企業的資產流動重組，為國有小企業的租賃、兼併、拍賣和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股份制改造，提供了較大空間。特別是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為國有企業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和下崗職工再就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僅1998年，浙江省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就吸納了全省近1/2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

有關調查資料顯示，75%的公司總裁在擔任現職之前已經有了管理經驗。就以往的經歷而言，74%的公司總裁曾在產業部門工作；43%的曾在私營企業工作；33%的曾在國有企業工作；13%的曾在集體企業工作。因此，私營企業本身和國有企業在訓練和培養企業家方面都很重要。隨著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可以想像將有更多的企業家從國企湧現出來。但是，從具有在私營企業工作經歷的經理占最大比例的這個觀點，說明私企本身已經成為培養人才的來源。

（3）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為國家開闢了新的稅源，為地方增加了財政收入，提高了政府支援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能力。個體私營經濟已成為稅收的重要來源之一，在稅收中的比重逐年提高。以浙江省為例，1998年，該省個體私營經濟上繳工商稅收65.7億元，比上年增長23.3%。近年來，該省各級政府為國有企業的技改貼息、剝離社會負擔、安置下崗職工，以及困難企業的關、停、並、轉提供了較大的財政支援。僅1998年，該省各級政府為支援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就拿出貼息資金5.5億元。杭州市在1996-1998年間，為解決國有企業遺留的問題，財政投入10億元左右。
3.4  個體私營經濟
（1）個體私營企業發展的現狀及特點。大陸現階段的個體私營經濟是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產物，也是這一時期大陸對所有制結構實行調整的結果。從1978年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共產黨的十五大，大陸的個體私營經濟經歷了近20年的發展歷程。特別是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之後，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其發展速度越來越快，經營領域越來越寬，總體水平越來越高，保持著良好的發展態勢。如表3.7所示，個體私營企業發展的現狀及特點如後：

（甲）經濟總量持續增長，經濟實力繼續增強，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日益顯著。1998年私營企業戶均註冊資本金59.94萬元，戶均雇工12.03人，分別比上年增長12.04%和0.92%。戶均投資人為2.2人，平均每人投資27.28萬元，分別比上年增長3.28%和8.38%。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和私營集團發展突出。註冊資本金在100~500萬元的私營企業10.78萬戶，比上年底淨增萬3.29戶，增長43.85%；註冊資本在5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1.7萬戶，比上年底淨6973增戶，增長69.2%；私營企業集團1563戶，淨增564戶，比上年底增長56.46%。
在實力增強的同時，私營企業的發展也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1998年全國私營企業的實現營業收入5,323.7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71.92%；社會消費品零售額3,059.3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64.95%；1998年賺外匯的私營企業6,082戶，出口賺匯折合人民幣187.61億元。同時私營企業戶數、從業人員數的快速增長，為城鎮新增勞動力就業，提供了有利的發展。據統計，在全國1700萬人的私營企業中，城鎮私營企業從業人員736.51萬人，比上年新增222.99萬人，增長29.75%，占私營企業從業人員數的56.91%；農村私營企業從業人員736.51萬人，比上年新增136.83萬人，增長22.82%。

( 乙）個體私營經濟的投資熱點為第三產業，並開始涉足高新技術領域和國際市場。從表3.8可以看出，1997年全國私營企業仍以第二、三產業為主。其中第三產業註冊資本在註冊資本總額中所占比重最大。在行業結構中，科技型產業發展最快。一些私營企業涉足高新技術，生產出名牌產品。如福州市有私營科研機構82家，研究領域涉及電子、機電、機械、冶金、能源、化工、生物、環保等十多個門類，獲得專利100多項，其中5項獲國家獎，並完成了一項國家科技發展專案。又如天津寶成集團生產的多種型號鍋爐獲8項國家專利，9項市級大獎；奔達設備有限公司研製的“萬能帶鋸床”屬機電一體化的高新技術產品，填補了國內市場的空白。這說明私營經濟向科技領域的發展已經開始，是科技興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丙）城鄉發展不平衡繼續存在，城鎮私營企業發展迅速，西部地區私營企業發展較快。城鎮私營企業發展速度繼續高於農村。城鎮的市場、人才、資金、技術優勢帶來城鎮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如表3.9所示。

私營企業的地區分佈如表3.10。西部、中部、東部地區私營企業戶數分別比上年增長25.33%、19.78%和15.03%。西部地區發展較快，東部地區速度減緩。在超過全國私營企業平均發展速度的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中部和西部地區各占6個，東部地區僅占3個。西部地區的青海、陝西私營企業年增長速度均在30%以上。北京、遼寧、浙江、福建私營企業的年增長速度均低於5%。東部地區已經度過早期高速發展階段，進入規範化發展時期，發展速度趨於平緩。

（丁）企業組織形式發生變化，有限責任公司在私營企業中的比重加大，發展快於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一些私營企業實行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經營，通過參股、租賃、兼併等形式，與公有制經濟相互滲透，揚長避短，優勢互補。隨著產權的流動和重組，私營企業的所有制“血統”不再純粹和單一，新的財產所有制結構正在形成。

據國家工商統計，截止1998年6月，在私營企業的三種組織形式中，有限責任公司的發展突出，比上年增長18.63%，合夥企業比上年增長8.63%，獨資企業比上年增長3.88%，如表3.11表示。

（2）個體私營企業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包括下列6點。

　　（甲）個體私營工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1992-1996年，大陸全國工業增加值為119,048億元，其中個體工業的增長量為13,414億元，占20.6%，國有經濟增量僅為10,537億元，占16.2%，個體工業產值增量大於國有工業產值增量。1992-1996年，個體工業產值的年均增速為66.5%，大大高於國有工業產值12.3%及集體工業產值34.1%的增速。大陸經濟每年以9%以上速度快速增長，這與個體私營經濟快速增長是分不開的。個體私營經濟已成為大陸經濟新增長點。

    （乙）個體私營企業是增加就業和再就業的重要渠道。據統計，至1996年底，全國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已達6,188萬人，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9%。1996年全國新增勞動就業1,170萬人，國有經濟增加的只有52萬人，占4.4%，集體經濟增加的占23.7%，個體私營經濟已成為增加就業的重要途徑。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至1997年6月底，全國城鎮職工為14,671.5萬人，比上年同期減少18.7萬人，比上年底減少173.8萬人。而在城鎮職工總量減少的同時，城鎮私營個體經濟從業人員增加較多。據統計，1997年6月末城鎮私營個體經濟從業人員已達2,500萬人，比上年底增加170萬人左右。在增加的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中，大部分是下崗職工。這說明個體私營經濟已成為吸納下崗人員再就業的主要渠道，成為穩定社會的重要經濟支柱。

    （丙）私營企業已成為兼併、收購國有虧損企業，發展國有小型企業的一支重要力量。共產黨的十五大指出，對國有小型企業改革要“採取改組、聯合、兼併、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開放國有小型企業的步伐”。據統計，改制較早的山東諸城市，1994年上半年共對274家鄉鎮以上工商企業進行了改革和重組，其中，拍賣18家，兼併4家；1994年全國輕工系統企業改制中，兼併企業1,536個，拍賣企業280個。在兼併和拍賣過程中，其兼併方和買主大部分為私營企業。這說明了私營企業在國有企業“放小”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大陸今後開放國有小型企業的步伐加快，私營企業將作出更大貢獻。

    （丁）個體私營企業已成為大陸稅收的重要來源。1990年私營企業上繳稅金為145.6億元，1996年增至448億元，增長了2倍多，個體私營經濟稅收已占全國工商稅收總額的7%。一些私營企業發展較快的地區，其私營企業上繳的稅收已成為該地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如廣東省1995年個體私營企業繳納稅金70億元，占全省財政收入的11%；河北省1996年個體私營經濟納稅達27.3億元，占全省稅收總額的11%。

    （戊）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增加了社會有效供給和服務，方便了人民生活，優化了經濟結構。個體私營經濟不僅創造了大量的工業產值，而且成為流通渠道的生力軍。據統計，1996年，全國個體經濟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已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30.33%；人民日常生活必不可缺的蔬菜、水果、肉禽蛋等副食品，有70%以上是通過個體私營經濟供應的；在商業、服務業、飲食業、修理業等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中，個體私營經濟的網點占全國經營網點的90%左右。發展第三產業是大陸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個體私營經濟適應了這一發展需要，私營企業中增長最快的是第三產業，據國家工商局統計，1996年從事第三產業的私營企業已占城鎮私營企業的62.5%，占全部私營企業的44.4%。

　　（己）私營企業培養了企業家團隊，促進了市場機制的形成。私營企業的創辦者在市場中學會經營，在實踐中積累知識和經驗，發展了企業，鍛鍊了自己，許多人成為著名的企業家。劉永好、柳傳志等優秀企業家不但生產出了希望飼料、聯想電子等名牌產品，而且創造了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對市場反應敏捷的企業經營機制，這種經營機制已被國有企業所借鑒。私營企業自然地與市場經濟相融合，市場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私營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經濟市場化和市場機制的形成，增強了市場活力，有利於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此外，個體私營經濟還是建設集鎮，培育市場的一個重要支柱，是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基本措施之一。而一些私營科技企業在推動科技進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等方面，也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
3.5 外商投資企業

根據大陸目前的統計，外商投資企業除包括外國的公司、企業、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依照大陸有關法律在大陸設立的企業，即外商獨資企業、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還包括指香港、澳門、臺灣的公司、企業、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在大陸設立的公司。從組織形式上看，包括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及外商獨資經營企業。臺灣、香港、澳門的企業、經濟組織或自然人，雖不稱為外國企業或外國自然人，但作為獨立關稅區，根據國際慣例和大陸法律規定，這些地區企業、自然人到大陸投資時，參照外商投資的有關法律的規定辦理審批和登記註冊。所以，統計上的外商投資企業包括這兩部分企業。文中所指的外商投資企業也包括這兩部分。

1997年大陸批准舉辦外商投資企業21,046家，合同外資金額517.76億美元。與1996年相比，協定戶數與金額分別比上年下降14.29%和29.34%；外商舉辦獨資企業的傾向進一步擴大，批准戶數首次超過中外合資企業；中小型專案比重提高，單項平均外資合同金額比1996年下降18%；投資在工業的資金比重比1996年下降；投資在中西部的資金比重略有上升。而1997年實際利用直接投資金額452.78億美元，繼續保持增長的趨勢，累積引進規模已超過2,200億美元。此外尚有大陸自己的大筆投資，其經濟的實力與活力已對大陸經濟的發展，引起日益重要的作用與影響。

　　（1）外商投資企業的現狀。從表3.12可以看出1989-1998年，外商投資企業在大陸發展很快。企業戶數從1.9萬戶增長到22.78萬戶，增長12倍，年均增長31.81%。投資總額從469.08億美元增長到7,742.29億美元，增長16.5倍，年均增長36.55%。註冊資金從275.9億美元，增長到4,672.87億美元，增長近17倍，年均增長36.94%。外方認繳資金從150.18億美元，增長到3,137.12億美元，增長近21倍，年均增長40.17%。從業人數從47萬人，增長到587萬人，增長了12.5倍，年均增長32.38%。

從以上指標的發展過程看，主要分三個階段。1989-1991年為穩步增長階段，1992-1993年為高速增長階段，1994年起為增長速度逐年下降階段。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共十四大及十四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大陸確立了實行全方位的發展策略，加快了對外開放的步伐，帶來了外商投資企業的高速發展。1992和1993兩年，外商投資企業數、投資額、註冊資金及外方繳納資金的平均增長速度在100%以上，從業人員增長速度也達30%以上。進入1994年，主要指標的增長速度下降，1997-1998年，外商投資企業的企業數出現負增長，投資總額、註冊資金及外方繳納資金、從業人員增長速度也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業績下降，遷出企業增多。二是大陸取消了一些對外商投資企業減免稅收等方面的優惠，導致一些企業遷出。三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監管程度，對“無場地、無資金、無機構”的“三無”企業進行了吊銷。1989-1998年外商投資企業主要指標發展情況見表3.12。

（2）外商投資企業的作用及存在的問題。儘管大陸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起步較晚，但1979年以來由於中共政府採取了積極的政策，加上有利的內部環境，外商實際投資規模年年持續增長，至1999年第二季為主，外商直接投資累計為2730億美元。1997年實際利用直接投資452.78億美元，比1996年增長8.51%，繼續位居歷史最高水準。自1993年以來，年度實際投資規模已經連續5年居發展中國家的首位，並居世界第2位，僅次於美國。到1998年末，已註冊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共227,807戶，投資總額7,742億美元，註冊資本4,676億美元，其中外方認繳額為3,137億美元，占67%。

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分析，1996年外商投資企業（包括港澳臺投資企業，以下同）的投資已占全國各種經濟類型企業全部投資的11.8%，而利用外資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中所占比重達11.7%，在當年實際利用的外資金額中，直接投資占76.1%；在全部工業總產值中，外商投資企業占12.2%；1996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商品總值達1,371億美元，占全國的比重高達47.3%，其中出口比重為40.7%，進口比重為54.5%。1997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達1,526.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1.3%，占全國進出口總額46.9%；其中出口74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1.7%，占全國出口總額的42%；進口777.2%億美元，增長2.8%，占全國進口總額的54.6%。此外，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已開業的14萬戶外商投資企業的勞動力有1,750萬人；1996年主要來源於外商投資企業涉外稅收達870億元，占全國工商稅收的14.26%，外商投資經濟的發展不僅由於引進了大量建設資金，促進了大陸經濟的增長，而且推動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促進了經濟體制的改革；引進的先進技術與新產品的生產能力，促進了產業與產品結構的調整以及企業的技術進步與升級、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機制的轉換，培養了大批人才，建立與發展了開放型經濟體系。

從總體看，近20年來外商投資經濟的高速發展，加強了大陸綜合國力與國際競爭力，已成為大陸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認為這是符合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的標準。但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如資金投資結構不盡合理，在有些第三產業如房地產業等過大投資，利用率較低，在有些工業部門存在嚴重的低水準和重復建設，產生過度競爭，而且大陸急需引進的技術較高的專案比重過低等問題；有不同程度地存在重數量、輕質量，重硬體投入、輕軟體建設，重前期立項、輕後期管理等種種偏向，影響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工作的成效與質量。
3.6 鄉鎮企業

1999年，大陸鄉鎮企業呈現出良好的經濟發展，經濟增長量和效益穩步提高，為發展國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保持社會穩定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大陸鄉鎮企業分為集体企業、私營企業和個体企業三大類，其主要經濟指標見表3.13。

（1）經濟平穩發展，總量持續增加。1999年全國鄉鎮企業繼續保持增長趨勢，進入了穩定的發展階段。主要經濟指標增長幅度雖比上年有所回落，但都保持在兩位數以上，總體水平呈平穩增長。企業個數、職工人數扭轉了負增長的情況。1999年末全國鄉鎮企業達到2,071萬個，比上年增加67萬個。從業人員12,704萬人，比上年增加167萬人。鄉鎮企業現價總值108,426億元，比上年增加11,732億元，增長12.1%。其中實現現價工業總產值77,561億元，比上年增加8,434億元，增長12.2%，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30.3%。其中實現工業增加值17,374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44億元，增長11.9%。經濟總量位居全國前三位的仍為浙江省2,442億元、山東省2,359億元和江蘇省2,236億元，其增加產值占全國鄉鎮企業的28.3%。

1999年全國鄉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00,93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581億元，增長13%。營業收入居全國鄉鎮企業前三位的為浙江省10,743億元、山東省9,043億元和廣東省8,930億元，其營業收入占全國鄉鎮企業營業收入的28.5%。1999年全國鄉鎮企業實現利潤總額5,98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73億元，增長17.1%，實現利潤位居全國前三位的是河北省577.5億元、浙江省537.9億元和河南省511.3億元。1999年全國鄉鎮企業應繳稅金總額3,217億元，比上年增加401億元，增長14.2%。其中實交稅金總額1,78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3%。此說明鄉鎮企業為支援國家建設、農村小城鎮建設、增加農民收入作出了貢獻。
    （2）營運質量有所提高，綜合效益明顯好轉。1999年全國鄉鎮企業綜合效益進一步提高，正在從速度效益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營業收入利潤率、總資產報酬率、資本收益率等經濟效益指標均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營業收入利潤率達到5.9%，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總資產報酬率為13.2%，比上年提高1.1個百分點，資本收益率為33.9%，比上年同期提高1.9%個百分點。此說明鄉鎮企業強化企業管理、控制成本支出取得了一定成效。

鄉鎮企業在經濟效益提高的同時，對社會的貢獻逐步加大。1999年企業社會貢獻率、社會積累率分別達到34.1%和20.9%，分別比上年同期提高0.5和0.6個百分點。

　　（3）結構調整初見成效，第三產業發展迅速。1999年，第一產業完成增加值339億元，負增長2.1%；第二產業為19,319億元，增長15.4%。第三產業發展較快。三個產業所占比重分別為1.36%、77.64%和21%。第一產業為比重略微下降，第二產業為比重大體持平，第三產業為比重小幅上升。此說明鄉鎮企業產業結構調整已初見成效。

1999年鄉鎮企業逐步向農業產業化經營和小城鎮、工業小區、專業村（鎮）發展。1999年底，累計已完成和建設中的鄉鎮工業小區10,398個，聚集在小城鎮和工業小區的鄉鎮企業也越來越多，達到20%以上，其中營業收入在500萬元以上的企業達30%。以特色產品為優勢的專業村（鎮）日益增多，區域經濟的特色日趨明顯，浙江、河北等地區這種經濟占鄉鎮企業的1/3左右。專業化生產和區域化設計已開始形成。

　　（4）企業規模不斷擴大，規模效益明顯。1999年全國鄉鎮企業通過資產的重新組合，引進增量資金，不斷擴大規模，形成了規模效益。1999年當年營業收入達1億元以上的企業共有3,401個，營業收入8,017億元。1000萬元以上的企業52,363個，個數占全國鄉鎮企業0.3%。這些企業營業收入達23,112億元，占全國鄉鎮企業營業收入的22.9%。營業收入超過500萬元的工業企業38,087個，營業收入18,133億元，占全國鄉鎮企業營業收入的18%。鄉鎮集體企業中，平均每個企業擁有資產總額283萬元，比上年的245萬元增38萬元，增長15.5%。平均每個企業實現淨利潤18.3%萬元，比上年增長12.5%。

　　（5）企業制度改革深化，產權主體呈現多元化。全國鄉鎮企業加強吸引外資，加快優良資產要素的引進和重組，資產的組織形式正由過去單一的集體投資，轉向多元化的股分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種形式的混合型經濟。鄉鎮企業所有制結構發生明顯變化，企業償債能力不斷增強，資產負債率繼續降低。大批的外企、國企、個體紛紛投資入股。1999年全國鄉鎮企業新重組轉制的企業21,991家，累計重組轉制企業193,089個，部分省市重組轉制面已達80%以上。從資本金的構成分析，1999年鄉鎮集體企業的資本金為8,485億元，比上年增加226億元，增長2.7%；其中法人、個人、外商資本金增長較快，由1998年的3,870億元提高到4,257億元，增長10%。占實際資本的比重由1998年的46.9%提高到50.2%，增加了3.3個百分點。

　　（6）外貿出口企業形勢好轉，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拉動力量。1999年，鄉鎮企業外貿出口企業形勢開始好轉。全國鄉鎮企業出口企業13.46萬家，比上年增加1.1萬家，增長8.81%。從事鄉鎮企業外向型經濟人數1,082萬人，比上年增加128萬人，增長13.42%。全年鄉鎮企業出口產品交貨值7,744億元，比上年增長13%，增長幅度比上年提高10.5%個百分點。外貿出口企業，把握即將加入WTO的大好機遇，努力做好產品結構調整，擴大出口，成為鄉鎮企業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
　　（7）個體經營經濟發展強勁，經濟總量持續攀升，成為鄉鎮企業新的增長點。近年來，各地將鄉鎮企業新的增長點轉移到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上，採取各種措施，鼓勵農民離地，因地制宜，發展第二、三產業，使全國鄉鎮企業個體私營經濟得以蓬勃發展，拉動了鄉鎮企業的經濟增長。1999年全國個體私營企業達到1,977萬個，比上年增加80萬個，增長4%。實現增加值14,969億元，淨增2,749億元，增長22.5%。增長幅度超過全部鄉鎮企業10.3%個百分點。1999年全國個體私營企業增加值占60.2%，比上年的55.1%增加5.1個百分點，成為鄉鎮企業新的增長點。
3.7 城鎮集體經濟

  　（1）城鎮集體企業的現狀，分三點說明。

　　（甲）戶數情況。截至1997年底止，大陸在工商部門註冊具有法人資格、實際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在會計上獨立核算並能夠單獨編制完整的資產負債表的城鎮集體企業（單位）達72.1萬戶，其中財產權明確屬於集體性質，並已完成清產核資的城鎮集體企業（單位）36.3萬戶。在已完成清產核資的36.3萬戶城鎮集體企業中，城鎮集體工商企業為31.3萬戶，占86.3%；城鎮集體金融企業為4.7萬戶，占12.9%；城鎮集體事業單位0.3萬戶，占0.8%。從企業規模上多數為中小型企業，共有31.2萬戶，占99.7%，大型企業僅為991戶；從產業分佈看，貿易及餐飲企業為11.9萬戶（38%），工業企業為10.7萬戶（占34.2%），兩者共占72.2%。

　　（乙）資產負債情況。據統計，全國31.3萬戶城鎮集體工商企業的資產總額為18,498.7億元，負債總額14,464.7億元，所有者權益總額為4,034億元，平均資產負債率為78.2%；1997年底實現負利潤17億元，上繳營利稅398.2億元，獲利企業營利額為372.5億元，虧損企業虧損額為389.5億元，虧損面為57.2%。從淨資產構成看，集體資本所占比重最大，為74.3%；其次是法人資本和個人資本，分別為10%和9.3%；國家資本所占比重較小，為3%。

　　（丙）“挂靠”集體企業情況。由於歷史和管理體制的原因，在大陸集體經濟中存在相當數量的“挂靠”性質的企業。據統計，全國共有“挂靠”城鎮集體企業33.6萬戶，其中集體企業1.8萬戶，私營（個體）和個人合夥企業23萬戶，集體與私營合資企業1.1萬戶，集體與國有單位合資企業0.5萬戶，屬於全民的企業0.7萬戶，其他的為6.5萬戶。

　　（2）城鎮集體企業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下列6點。

    （甲）城鎮集體經濟市場競爭力下降，發展後勁不足。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城鎮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相比，由於受中央指令性計劃影響較小，憑藉其靈活的經營機制和多種分散、零星資源，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獲得了迅速的發展。進入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多種所有制經濟參與市場公平競爭的形成，使得城鎮集體經濟原有的市場空間變小，競爭優勢逐步喪失，發展後勁不足的衝突日趨突顯。第一個現象是經營發展相對趨緩。從工業情況看，城鎮集體工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比重，由1994年的8.7%下降至1997年的7.9%，1998年有繼續下滑的趨勢。第二個現象是安置就業的能力顯著下降。城鎮集體企業職工人數自1994年到1997年的三年間共減少394萬人，每年吸納城鎮新就業人員的比例，也由1994年的25%下降至1997年的18%。第三個現象是上繳財政收入的能力減弱。城鎮集體經濟上繳稅金自1991年起逐年不穩定，1994年為363.6億元，1997年僅為398.2億元。表面看來，集體經濟保持了一定的增長速度，但主要是由於少數效益較好的行業（如家用電器、塑膠製品等）掩蓋了多數虧損企業，少數新興行業掩蓋了多數發展萎縮的行業，少數集體經濟發達地區掩蓋了多數困難地區。

    （乙）城鎮集體企業資本存量低，償債能力不足。長期以來，由於集體企業沒有健全的開始，自身基礎管理薄弱，加上大陸缺乏有效監管與提供必要的協助，導致集體企業資本結構不合理，資本質量低下的衝突突出，嚴重困擾著城鎮集體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一是資產損失和資金挂賬數額大。目前，31.3萬戶城鎮集體工商企業，全部資本損失和資金挂賬占資產總額的13.8%，占所有者權益的63.4%，鉅額的損失挂賬，虛增了企業的資本實力與生產能力，潛伏著巨大的經營風險。二是債務負擔極為沈重，據統計，31.3萬戶城鎮集體工商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78.2%，資不低債（即負債率在100%以上）企業5.5萬戶，占17.6%。三是償債能力低下。據測算，1998年31.3萬戶城鎮集體工商企業流動比率為95.1%。可獲利息倍數0.93，也就是說，集體企業目前的經營效益尚無法支付銀行利息，更談不上還本了；而國際上一個優秀的企業，它稅前的獲利倍數在3左右，流動比率接近2，才可能又還本又付息。這種高負債水平與低償還能力的衝突，已使很多城鎮集體企業陷入了惡性循環。

    （丙）集體企業經營粗放，結構缺陷十分尖銳。大陸城鎮集體企業粗放經營，盲目投資與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問題非常突出。一方面群眾日常生活必需品脫銷斷檔，另一方面企業卻沒有市場，商品大量庫存積壓。究其原因有三點。一是企業發展起點低。集體企業，包括已發展為大型企業或企業集團的，都是從小手工業、小作坊、小商品經營開始，設備水平、職工素質等方面與國有、三資企業都有明顯差距，市場競爭力明顯不足，許多企業面臨破產、關閉。二是技術更新改造慢。城鎮集體企業多數為勞動集型企業，生產設備簡陋，自身積累少，技術更新改造資金來源不易取得，再加上產權關係混亂，難以吸引到投入資金，實施技術改造極為困難。三是企業投資無序。多數企業沒有建立明確的風險責任制，職工代表大會形同虛設，無法實施有效監督，許多企業經營決策完全靠“拍腦袋”，造成大量投資損失，同時也付出高昂的資源與環境成本。

    （丁）產權關係混亂，制約集體經濟發展。大陸城鎮集體企業經過幾十年的演變，財產來源及投資渠道十分複雜。從資產的形成來看，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一是職工自籌資金作為原始投資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積累；二是聯社或主管部門統籌基金的投入；三是通過一定的擔保貸款或借款作為原始投入，然後以企業利潤償還；四是大陸減免稅形成的再投入；五是創辦單位的直接投入；六是職工的歷年勞動積累。但是多數企業無法區分資產明確的隸屬關係，產權關係混亂，利益主體衝突不斷。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企業財產關係不清。大多數企業創辦初期沒有與舉辦單位或出資職工明晰投資、借貸或扶持關係，產權意識淡薄，通過清產核資才開始意識到保護合法權益；二是企業投入性質不清。對多數企業原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扶持投入和投資入股等沒有明確界限，影響了社會其他法人和職工投資積極性，不利於企業擴大就業和籌集資金，使企業一度處於自我封閉狀態；三是企業資產歸屬不清。集體企業長期以來沒有明確的所有者代表，勞動集體範圍被任意擴大或縮小，加上對資產經營與處置沒有規範，以致集體資產流失嚴重，出資人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一方面不利於形成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另一方面不利於建立靈活的資本吸納和流動機制，使得許多企業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

    （戊）基礎管理薄弱，會計資訊嚴重失真。為了滿足各部門的要求和自身利益，或者為了爭取更多的投資和貸款，或者為了不按期還本付息，或者為了逃避國家稅收，有90%以上城鎮集體企業存在著帳實不符問題，經濟資訊失真問題較為突出。一是企業管理無章可循。現有管理體制不完善，缺乏統一的有效監管手段及經常性的考核和審計制度，沒有規範的日常資產、財務監督機制，致使企業經營、投資決策、收益分配行為短期化，生產效益隨意截留“分光吃光”；二是企業無帳可查。約有15%的企業沒有任何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台帳，開展清產核資的臨時建帳，許多企業擅自改變會計科目核算內容，記假帳、造假表，逃稅、欠稅、偷漏稅等現象極其普遍；三是帳實不符。通過清產核資暴露出多數集體企業存在無資本金或資本金不實，新購資產不入帳，報廢資產不銷帳，固定資產不提折舊，資產帳外交易等問題，大量應提未提、應攤未攤而形成的潛虧長期“趴”在帳上，虛假的會計資訊，既擾亂了社會經濟秩序，影響了國家總體調控力度，同時也反映出現行會計資訊管理存在很大的漏洞。

　　（己）“挂靠”集體企業問題多，危害大。由於各種經濟成分在政治地位、經營環境、發展政策以及稅收、信貸、市場准入等方面待遇的差異，大量個體、私營企業通過“挂靠”等辦法註冊為集體企業，對國家總體經濟管理和被“挂靠”單位的權益產生很大的危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造成國家財源的流失。個體私營企業“挂靠”為集體企業後，通過享受校辦、民政福利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及免交工商管理費等，可少交稅費。二是產權關係模糊，產權糾紛不斷。一方面“挂靠”企業冒“集體企業”之名享受減免稅、貸款等優惠政策形成的權益沒有明確的產權歸屬，另一方面被“挂靠”部門有投資關係之名，無財產關係之實，無形中卻承擔了債權債務連帶責任和經營風險，引起許多經濟糾紛，個別地區甚至出現了政府部門由於承擔連帶責任陷入經濟糾紛，而被告上法庭的事件。三是難以實施有效監管，“挂靠”企業長期在限制性行業經營或超範圍經營，逃避了有關行業管理或工商部門的監督。四是導致公有制經濟統計資訊失真。私營、個體企業資訊資料的摻入，總體管理部門很難準確掌握集體企業的真實“家底”，不利於準確判斷整個公有制經濟發展狀況。五是“挂靠”企業成為少數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不法經營者，轉移資產、進行金錢與權利交易的主要渠道，成為滋生腐敗現象的溫床。

當前，大陸國有企業正處於經濟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普遍地實施裁員，部分行業實施限量生產，對城鎮就業和分流再就業形成了巨大壓力。因此，進一步做好城鎮集體企業，促進集體經濟更上一個新的台階，對於增加社會就業，保證國有企業改革平穩實施，維護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具有重要的策略意義。
